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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两条定义说起

中国词典中关于“资本家”的定义有两种：1.“占有生产资料，自己不劳动，依靠剥削雇佣劳动、榨

取剩余价值为生。”[1]2．“占有生产资料，依靠雇佣劳动取得剩余价值的人。”[2]这是被安置于统一话语之

下的“资本家”定义，但其意涵已发生变化。较晚的第二条定义虽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表述，但其中去

掉了“剥削”和“榨取”这样激烈的用词，且有意突出了“资本家”的资本运作而淡化其“剥削性”。为何

会有这种转变？简单来说，这是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解决了困扰当时中国改革中姓“资”姓

“社”问题之后的结果。被视为“春天”的“南巡讲话”使人们对“资”的最后一点恐惧彻底消除，曾长期

遭受压制的“资本”被释放出来。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对“资本家”的定义做出去“阶级化”的调试成

为可能。但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语境中，官方在表述上却一直规避“资本家”这个概念，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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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概念之生成、演变为中心

徐天娜

内容提要 早在“洋务运动”后期，西方语境中的 capitalist即已进入中国，在华传教士开始以“资本人”、

“资本主”、“富翁”、“财东”等对译之。明治中后期，日本学者在中国译词基础上创制了“しほんか資本家”

（shihon-ka）一词，逐渐被作为固定的社会经济学术语广泛使用。甲午中日战后，“資本家”开始进入中国，

随后不同的群体出于不同的诉求赋予其不同的意涵，“资本家”渐成一个惯用术语。“五四”之后，李大钊、陈

望道等人将马克思主义中的抽象定义引入，致使“资本家”发生“概念变迁”，由意涵较为单一的社会经济学

术语向拥有特殊意涵的社会-政治概念转变，表现出明显的阶级化走向。梳理“资本家”概念在近代中国之生

成、演变过程可发现，各类话语中的“资本家”实际上都是一种作为他者身份的指涉，存在自我认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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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佩弦、常冠吾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辞典》，〔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5页。

[2]罗肇鸿、王怀宁主编：《资本主义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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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民营企业家”或“私营企业主”、“实业家”或“民族资本家”等概念。这些情况正好说明，人们耳

熟能详的“资本家”概念，其历史过程可能并不那么简单。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语境中的“资本家”概念始终存在历史身份的转换和现实社会运用的尴

尬矛盾，二者并不和谐。其实，“资本家”是“资产阶级”概念个体化的表述，它与“资本”、“资本主义”构

成三位一体的概念群，对认知近代中国社会流动和政治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讨论这个概

念的生成、演变过程成为必要。

目前从概念史的角度对中国语境中“资本家”进行的研究非常少，仅有德国学者李博在《汉语中马

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中对“资本家”在中日语境中产生的根源及原因做了简单的语义学

上的追溯和分析。但李博所关注的层面仅限于中国语境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资本家”[1]。其他

相关的研究还有：王立达编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把“资本家”当作一个现代日语借词

来对待，简单地考察了“资本家”这一词汇的跨语际交流情况[2]；在刘正埮、高名凯等编的《汉语外来词

词典》中，“资本家”同样仅被当作一个普通的“和制汉语”对待，编者们只是很简略地追溯了中国语境

中“资本家”的词源及该词被现代人们所使用的普遍定义[3]。而《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变迁和发展》

一书中，“资本家”仍被简单地当作一个日语借词，进行了简短的介绍[4]。由此看出，学界对中国语境中

“资本家”一词的研究尚有不足。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资本家”进入中国的路径、分析其概念的演变过

程，进而阐明其作为“他者”的概念这一事实。

一、“资本家”的诞生

在现代汉语中，“资本家”是一个日语反借词，成为抽象概念是比较晚近的事。由于“资本家”是一

个组合词，追溯其词源须从“资本”说起。拥有现代意涵的资本概念较早见于19世纪中叶在上海刊行

的《六合丛谈》中，有“行商赀本”一说[5]。在中国较早的三部汉英词典中，“资本”一词也已出现：1871
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著的《汉英字典》中出现了“资本”一词[6]；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编写的《英

华萃林韵府》中，“资本”词条对应的英文是“means or capital”[7]；美国在华传教士卫三畏编写的《汉英韵

府》于1874年出版，在该词典中“资本”被解释为“capital in trade”[8]。这三本词典在中国问世时，日语

中尚未出现“资本”一词。

到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语中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资本”。1881年小崎弘道在《六合

杂谈》上发表了《近世社会党起源论》一文，旨在宣传基督教，但其中也介绍了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

东西，并用到了“资本”（shihon）一词。这里的“资本”（shihon）就是西欧社会中 capital的日语对应词，

也是社会主义中“劳动”一词的对立词[9]。此后，拥有现代意涵的“资本”在日本开始广泛使用，并于19
[1]〔德〕李博（Wolfgang Lippert）：《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

思主义的接受》，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2]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北京〕《中国语文》1958年2月第68号，第92页。

[3]刘正埮、高名凯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9页。

[4]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变迁和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3页。

[5]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5页。

[6]Wilhelm Lobscheid.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Hong Kong: Noronha & Sons，1871.
[7]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Chinese Language. Foo-chow: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1872.
[8]Samuel Wells Williams.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Wu-Fang Yuen Yin,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 Heard in Peking,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4.

[9]〔日〕小崎弘道：《近世社會黨ノ原因ヲ論ス》，选自：《六合雜談》，1881年4月第7号，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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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完成概念定型。

甲午中日战后，“资本”（shihon）开始进入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西语词 capital在汉语的译

词有多种形式，如在1885年由英国圣公会在华传教士傅兰雅以英国钱伯斯兄弟的Political Economy[1]

一书为底本口译的《佐治刍言》中用的“资本”[2]；严复在1897年翻译斯宾塞的Study of Sociology（《群学

肄言》）时用的“母本”；在 1897-1900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The Wealth of Nations（《原富》）时用的

“母财”。但傅兰雅使用的“资本”没有扩散开来，而严复的译词也没有被后世采用，因此，现代汉语中

使用的“资本”的绝大部分意涵还是取自日本。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第十四节《论生利分利》中同时用“母财”和“资本”来对应 capital。文

中“资本”使用了18次，“母财”使用了31次[3]。可以看出，在梁启超那里，严复所用的“母财”和现代日

语新借词“资本”获得了基本同等的地位[4]。在之后的发展中，“资本”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超越了其

他译词而获得优势地位。最终的结果是，capital的中文译词渐归于一，“资本”作为社会学和经济学术

语的倾向日益明显。

所有语境中，“资本家”概念的出现和使用都晚于“资本”。西方语境中 capitalist一词产生时间大

致在17世纪中叶，于19世纪上半叶完成概念定型[5]，随后开始东传。刚进入中国时，capitalist的译词

也有很多形式，如罗存德在《英华字典》中用的“财东”[6]，傅兰雅在《佐治刍言》中使用的“资本人”[7]，陈

忠倚编《清经世文三编》中用的“赀本家”等[8]。不过 capitalist本身的概念内涵在中国却没有被系统地

解释过。日语中对 capitalist最开始的解释是借用了中国词典的，如 1884年井上哲次郎在《增订英华

字典》中基本沿袭了罗存德《英华字典》中“a man who has capital，财东”（废去了罗著中“本钱主”一词）

和“a person who has stock in trade，本钱主，财主”（改罗著中“财主佬”为“本钱主”）两个词条，但新增加

了“in an excellent manner，财主佬”这一词条[9]。

1888年在岛田丰纂译的《附音插图和译英字汇》中，“capitalist”的词条下出现了新造的日语组合

词——“资本家”（shihon-ka），这使“capitalist”首次获得了它的固定的日语对应词[10]。但“资本家”最初

并未迅速为人们接受，它还有如“资本主”这样的竞争对手。小崎弘道在《近世社會黨ノ原因ヲ論ス》

中就用过“资本主”这一词汇[11]。显然，“资本主”和“资本家”的构词方式相同，但后缀构形成分“主”在

古汉语中的含义更特殊，如有旧时臣子对君王的称谓构成“君主”这一特殊称谓。在建构社会事实方

[1]W. & R. Chambers, Chamber’s Educational Course: Political Economy. Edinburgh: Published by 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 1852, pp.96-102.

[2]〔英〕傅兰雅（John Fryer）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江南制造局原版1885年版，第289至第310节。

[3]梁启超：《论生利分利》，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0页。

[4]〔德〕李博：《汉语中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154页。

[5]这个过程具体可参看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

三联书店2002年版；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6]Wilhelm Lobscheid.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Hong Kong: Noronha & Sons，1871, p.312.
[7]〔英〕傅兰雅（John Fryer）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101-106页。

[8]〔清〕陈忠倚编：《清经世文三编》卷八十洋务十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石印本。

[9]Wilhelm Lobscheid.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p.312.〔日〕井上哲次郎：《增订英华字典》，〔东京〕稻田活版所

印，明治十六年（1884），第198页。

[10]岛田丰纂译：《附音插图和译英字汇》，曲直濑爱校订，杉浦重钢、松下丈吉校阅，〔东京〕大仓书店 1887年版。

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岛田丰纂译的另一本词典《增补订正和译英字汇第三版》出版，在这部词典中，英语“capitalist”
的日语对应词依然是“资本家”（shihon-ka）。

[11]〔日〕小崎弘道：《近世社會黨ノ原因ヲ論ス》，选自：《六合雜談》1881年4月第7号，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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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资本主”也远不及“资本家”有影响力，“资本主”的地位很快被削弱，其定义不再被使用。这里的

地位削弱就是福柯所说的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断裂，也意味着概念在时空中的转化与更新[1]。

大致在19世纪末，日语中“资本家”（shihon-ka）完成概念定型。但日本知识分子最初给“资本家”

的定义都比较直接，且基本局限在社会经济学领域中，这与后来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对“资本家”的

再定义、再概念化是有区别的。稍后，“资本家”（shihon-ka）开始在中国传播。1899年，梁启超在一篇

文章使用了这一术语：“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力者，……，其阶级尚未去。”[2]这里“资本家”是“劳力者”

的对立词，两者是基于经济实力的阶级对立关系。1902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用了“资本家”一

词，他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时，认为资本家的生产盈利方式是罪魁祸首：“一厂一

场，小工千万仰之而食，而资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

贫矣。”[3]此后，在康、梁的文章中，“资本家”频繁出现，他们基本上认可了日本人所创制的这一词汇[4]。

1903年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宣传的第一次热潮，伴随此次热潮，“资本家”一词开始为越来越多

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使用，但尚不稳定。10月《浙江潮》连发两篇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在第一篇中，

他使用了西方社会主义中的“资本家”这个概念：“其大资本家、大企业家，即循其发达阶级，膨享国

力，非素志于吮吸社会之脂膏也。”[5]但在另一篇文章中，却使用了“资本主”这个词：“若地主、若资本

主，何需乎？”[6]

与前几位使用者不同，朱执信是日译词“资本家”的拒用者。1906年 6月，他主张摒弃日语中的

“资本家”，代以他的新造词“豪右”：“日本于豪右译以资本家，或绅士阀。资本家所有资本，其为豪右，

固不待言。然如运用资本之企业家之属，亦当入豪右中，故言资本家不足以包括一切。若言神十，则

更与中国义殊，不可袭用。故暂踢以此名。”[7]但朱执信所创造的新汉语和他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没有引起中国国内知识界的注意，在中国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从以上状况也可看出，尽管在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术语“资本家”已被汉语吸收，但在实际使

用中却较少，仅限于有国外游历背景的学者或归国留学生及一些报刊杂志，而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基本

上是拒斥它的。

相对日本而言，现代汉语中“资本家”一词作为 capitalist的唯一对译词历时较长。在 1903年出

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中，capitalist的对应词有“财东”、“富翁”、“财主”等[8]。在 1908年颜惠庆编

《华英大辞典》中，“资本家”一词出现在“a man who has capital, 母财家，资本家；a person who has
stock in trade，财东，股东”的词条下 [9]，这是中国词典中最早出现“资本家”的用例。而最早把“资本

[1]〔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

[2]梁启超：《论强权》，载《清议报》，第31册，1899年9月21日。

[3]康有为：《大同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35页。

[4]需要注意的是，康、梁对“资本家”的使用并不能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使用状况，甚至结合其他一些报刊杂志

的使用情况仍然无法做出判断。另外，康有为《大同书》虽然在1902年就完成了，但直到1935年才全部出版，所以不能

指望书中所使用的“资本家”这一术语在当时中国产生多大影响。梁启超的文章虽有很大启发性和鼓动性，但“资本家”

这个概念却不怎么显眼，也没有与一定的社会行动相结合，故产生的社会影响有限。

[5]大我：《新社会之理论》，载《浙江潮》第8期，1903年10月，第12-13页。

[6]大我：《新社会之主义》，载《浙江潮》第9期，1903年10月，第9页。

[7]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载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北京〕中

华书局1979年版，第60页。该文最早刊于1906年6月《民报》第5号，署名“县解”。

[8]谢洪赉编：《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版。

[9]颜惠庆：《华英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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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capitalist”对译起来的则是1913年印行的《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1]。到1916年，“capitalist”的
中文译词依然是一对多的局面，在德国人赫美玲编的《官话》中，还有“赀本家”、“赀主”、“财东”、“赀

本主”等译词，但已在“赀本家”的后面加标了一个“新”字 [2]。可见，至少在 1916年汉语中“资本家”

概念尚未被确定下来。

1917年以后，尽管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快速传播，但马克思主义中众多术语概念的翻译和使

用依然极不稳定，存有很大的争议性和随意性。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风行中国时，已开

始与具体的社会政治行动及思想变化相衔接。“五四”以后，“资本家”的抽象意涵不断被马克思主义知

识分子诠释和再定义，这促使“资本家”发生“概念变迁”。这一过程可以《新青年》杂志为例说明[3]。在

《新青年》中，“资本家”一词

共出现了 1300多次，有近百

位学者使用。与“资本家”直

接相关的词“有产者”出现了

近 30 次，有近 10 位学者使

用。此外，至少到 1920年为

止，使用“资本主”的人也不

在少数。通过对《新青年》中

涉及“资本家”一词的 190多

篇文章统计分析，可见“资本

家”在 1919年前后出现使用

高峰，和反义词“劳动者”的使用频率基本一致[5]。如图1所示。

二、“资本家”的阶级化履历

王力曾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6]但当语言为“言者”服务时，“言者”必然会选择强而有效的方

式去塑造语言[7]，会通过语言赋予他们所精心构建的概念以某种特别的属性，这其中即包含阶级性。

1.“资本家”与“阶级”的关联

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最早把“阶级”和“资本家”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资本

家”以阶级意涵的，但实际历史过程并非如此。早在1899年，梁启超在接受了用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

图1 《新青年》中“资本家”、“劳动者”和“有产者”的使用次数（1915-1926）[4]

次
数

[1]商务印书馆编印：《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72页。

[2]K. Hemeling，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1916.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p.187.
[3]金观涛和刘青峰认为，“单独分析《新青年》，不仅是因为该刊是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刊物，而且还因为《新

青年》知识群体分化以后，其左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该刊也变成中共机关刊物。”《新青年》的这种转变正好与思

想观念的转变同步。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388页。

[4]该图及后文图2、3均参照《观念史研究》一书中的相关图例制作而成，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

[5]具体数据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未名科技文化发展公司在1998年联合出版的《新青年》之电子版得出。

[6]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0页。

[7]特伦斯·保尔（Terence Ball）指出：“概念变迁是由政治行为主体促成的”，“在某种程度上，政治行为主体可以变革

他们的语言”，即所谓的“‘言者’塑造语言，语言反过来塑造‘言者’。”具体见特伦斯·保尔：《“概念史”和“政治思想史”》，

载〔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lain Hampsher-Monk)：《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122-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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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后，就已把具有现代意涵的“资本家”和“阶级”联系起来了[1]。随后，在1905年，朱执信对马克

思主义二元对立的“阶级”观念介绍时，有意把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和“资本家”关联起来：“马尔克

（马克思）之意，以为阶级斗争，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彼资本家者，啮粱肉刺齿肥，饱食以嬉，

至于今兹，曾无复保其势位之能力，其端倪亦既联矣，故推往知来，富族之必折而侪于吾齐民，不待龟

筮而暸也。”[2]

到了1919年，陈独秀已明确指出：所谓的社会解放“就是人民对君主贵族，奴隶对于主人，劳动者

对于资本家，女子对于男子，新思想对于旧思想，新宗教对于旧宗教解放的历史”[3]。陈独秀认为资本

家和君主贵族、男子及旧思想和旧宗教都是压迫者，推翻他们的压迫才是真正“自由自动的解放”。之

后，陈独秀有意地把中国“资本家”阶级化：“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

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

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

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苦不堪的人。”[4]

在1922年左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说法已经广为流行，胜过之前一直使用的“资本家”

和“劳动者”。以《新青年》中“劳动者”、“资本家”和“有产阶级”、“有产者阶级”、“资本阶级”、“资本家

阶级”、“资产阶级”等词的使用为例，在 1919年以前，这些词的使用频率都极低。在经过 1919年至

1921年用词的混乱期后，到1922年时，具有明显马克思主义阶级意涵的“资产阶级”、“有产阶级”、“有

产者阶级”、“资本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使用开始超过了“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使

用。到1926年《新青年》停刊时，后者已降到近8年来的最低点。具体如图2所示：

至 1920年，共产主义理论中的阶

级二元对立论影响已相当广泛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明

确宣布其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引导无

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

家手里获得政权”，“用强力打倒资本

家的国家”[5]。此处或可解释在后来共

产党的一系列阶级斗争都以资本家为

对象，并极力将资本家阶级化进行概

念改造和暴力打击的动因。

之后“阶级”斗争被中国共产党人

大规模地宣传：“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

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7]1925年“五卅”

运动之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瞿秋白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倾向：“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大中产

[1]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3页。

[2]朱执信（笔名蛰伸）：《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甲）马尔克》，载《民报》1905年11月第2号，第6页。

[3]陈独秀：《随感录：八三，解放》，载《新青年》1919年第7卷第2号。

[4]陈独秀：《告劳动界》，载《晨报》1919年12月1日。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8-550页。

[6]图中所有数据在1925-1926年呈下降趋势并不代表用词的整体下降，而是《新青年》在这段时间内文章数量迅速

减少乃至停刊的原因，事实情况却与之相反。

[7]《通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载《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4号，第8-9页。

图2 《新青年》中“资产阶级”、“有产（者）阶级”、“资本（家）阶级”、
“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劳动者”的使用变化情况（1915-1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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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即中等之家——次之）；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

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1]

2.“资本家”到“资产阶级”

从“资本家”到“资产阶级”用词的转变历程，首先以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为例来说明[2]。陈

望道早年在留日期间（1915-1919年），结识了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他们都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翻

译马克思著作方面对陈望道影响较大。1919年6月陈望道回国，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院，1920年春

应《星期评论》的约请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在后半年的时间里，陈望道据日文本和英文本《共产党

宣言》全文译出了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并于同年8月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刊出，反响很大。

陈望道把马克思原文中“bourgeois”一词译为“有产者”，并在译文中特别指出“有产者就是有财产

的人，资本家、财主，原文bourgeois。”[3]“bourgeois”除了被陈望道译为“有产者”和“绅商”外，还有两处

被分别翻译成“财主”和“富豪”。陈望道虽在译本中明确指出“有产者”就是指德文原文中的“bour⁃
geois”，但是和“有产者”一词相比，他在译文中更多的用了“资本家”这个词。

与“bourgeois”的翻译情况相似，陈望道对“bourgeoisie”和“bourgeoise”两个词的翻译也是相当混乱

的。在英文译文中前者译为“bourgeoisie”，后者译为“bourgeois”，日译本中两个词都被翻译成“绅士

阀”，在陈译本中则有“资本家”、“资本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有产阶级”等形式。与以上三个词的译

法差不多，“bürgerliche”（资产阶级）和“bürgerlichen”这两个词在最初的日本学者中被译为“绅士（的）、

绅士阀”，在英文中都被翻译成“bourgeois”，陈译本中则有“资本家（的）”、“有产阶级”和“资本阶级”等

翻译形式。也就是说，“bourgeois”和“bürgerlich”在汉语中最初都没有确定的翻译形式，基本上是仿效

日语以“富豪”、“富绅”和“资本家”、“绅士（的）”来对应。在这点上，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的《共产党宣

言》译本用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用词影响很大。他们把“bourgeois”和

“bürgerlich”也翻译成“绅士（的）”，“bourgeoisie”被译为“绅士阀”。日语中用“绅士（的）”和“绅士阀”、

“资本家阶级”这样的译词，在汉语中引起了混乱，也易与汉语原有词在意涵上发生冲突。

以上这些翻译形式都没有普及并不代表它们就彻底消失了，在《新青年》中，“绅士阀”一词还出现过

十多次，其中有两次与“资本家”连用，组成“绅士阀资本家”。不过1919年河上肇在翻译《共产党宣言》

时为术语“bourgeois”重新找了一个日语译词——“有产者”，与“proletarier”的日译词“无产者”相对立。

相应地，“proletariat”和“bourgeoise”分别被译为“无产者阶级”和“有产者阶级”。这两对译词很快被中

国学者借用到汉语中，如尹宽在翻译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时直接使用了这两组译词[4]。

差不多同时，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也直接使用了这两组概念[5]。李大钊所借用的术语

其后开始被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改造和使用，他们将这个词组缩略成了“有产阶级”[6]。

最早使用“有产者”和“有产阶级”去对译“bourgeois”和“bourgeoise”的是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译

本和西方一些社会类文章的中文翻译以及列宁文章的第一批中文译本，如李汉俊翻译的《女子将来的

[1]秋白（瞿秋白）：《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载《向导周报》1925年9月11日第129期，第1185页。

[2]陈力卫指出：“《共产党宣言》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发展的指导纲领，更是改变中国的主要动力之一。”“其语言

上的冲击力是唤起群众、激发革命的一股无穷的、直接的力量。”而且，随着版本的不断变迁，“《共产党宣言》的中译词趋

向尖锐化。”具体参见陈力卫：《〈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由版本的变迁看译词的尖锐化》，〔香港〕《二十一世纪》

2006年2月号，总第93期。

[3]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版。

[4]〔日〕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录“晨报”》，尹宽译，载《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期。

[5]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期。

[6]〔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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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1]和袁振英翻译的《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2]等文章。但实际上，陈望道和日本知识分子

们显然没有能够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bourgeoise与kapitalisten这两个专业术语，在某种程度上把它

们混为一谈了。此外，由于在英译本中德文原文中的法语词“bourgeois”和德文“bürgerlich”都被翻译

成英文词“bourgeois”，而日译本中对它们又未做明确的区分，这就造成陈译本中以“资本家”一词对译

“bourgeoise”（7次）、“kapitalisten”（5次）、“bourgeois”（13次）、“bürgerlichen”（15次）、“bürgerliche”（14次）

和“bürger”（2次）等多个词汇的状况，也造成如前文所述这些词有多个汉语译词的混乱状况。

“bourgeoise”的中译词除“有产阶级”之外，还有“资本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强劲的对手，尤

其后者更具竞争力。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及戴季陶等人是第一批使用这两个新词的人，只不过他

们最初是按照这两个词的具体含义来理解的。当然，“bourgeoise”还有根据法语音译的“布尔乔亚”以

及使用“资产”一词新造的“有资产阶级”[3]这样的译法。在后来的发展中，除“资产阶级”最终被作为特

定术语固定下来之外，其他词都没有

取得广泛的意义，它们逐渐被湮灭在

历史长河中。这一过程如图3所示：

此后，“资产阶级”的使用激增，

“资本家”在最大程度上被赋予了激烈

的阶级意涵，“资本家”概念中带有剥

削性的意涵得以确定并得到越来越多

人的认可。结合图 2可看到，到 1926
年，“资产阶级”不但取代了“资本家”，

而且占据了概念的至高点。至此，在

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中，资本家已经完全被排斥在了国家发展复兴的设计之外。

三、“资本家”的他者身份

意识形态化的“资本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批判

色彩，定义为一种“剥削者”的反面社会角色，这与日本语境中“资本家”最初的意涵相似。但是在近代

中国语境中，“资本家”的指涉主体并不稳定，且总是被以“他者”的身份言说。

在20世纪初，“资本家”刚传入中国时，主要出现在少数批判性的社会经济文章中，如康有为和梁

启超的文章。在许多报刊杂志中，“资本家”也多被用来指代外国商人。知识界用到“资本家”更多的

是关注这个概念背后的社会实际问题，最初指涉的主体基本上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形成的

劳资关系的主导方，是占有资本、控制整个生产过程的人，用于称呼中国人自己非常有限。对本国富

有者的称呼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中国传统的语言表述方式，以“财东”、“富翁”、“财主”、“商人”、“商民”、

“商者”、“赀主”、“财东”等具有浓厚古汉语色彩的名称为主。

把“资本家”与“劳动者”看成是天然的对立关系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也就是说“资本家”概念

在此时此刻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社会经济学术语，它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

化问题联系紧密，被赋予的含义较少。此后十多年间，“资本家”的使用都较单一，且一直处于经济社

[1]汉俊（李汉俊）译：《女子将来的地位》，载《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1期。

[2]震瀛（袁振英）译：《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载《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3、4期。

[3]顾兆熊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使用了这个词：“马氏所称的‘无资产阶级’proletariat包含极复杂的群众。他们与

‘有资产阶级’相对，并不能自成一个团体。”见顾兆熊：《马克思学说》，载《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期。

图3 《新青年》中“资产阶级”取代“有产（者）阶级”和
“资本（家）阶级”的过程（1915-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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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术语范围之内，其社会化的政治性运用并不明显。至少在“五四”之前，还是遵循了以往从词义表

面理解的具体用法，但在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之后，“资本家”概念的指涉趋于复杂化了。但其中不

包括中国商人对“资本家”的自我认同。

1920年《新青年》第7卷第6期上陈独秀特别刊出一篇关于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讨论的文章，

在文中，很多人对资本家的理解还不完全是后来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概念，他们认为的资本家多是

劳资关系中的雇佣方，而且也很明确的认为国外的资本家与国内的实业家是有明显区分的，例如就有

人特别指出该问题的中心人物穆藕初“不算资本家”，而“是个有体面的商人”[1]，他“是受过新教育的，

不比那些陈腐苛刻的资本家”[2]。穆藕初在答复中也明确的表示：“予并非资本家，深慨乎我国实业之

衰微，思所以补救之。”[3]但有人提出反驳：“穆君自谓非资本家，开口即以留学美国相夸示，以留美学

生，自应识世界潮流，自应对於此种不人道之工制，具有改造之宏愿，若人之如此，我亦如此，则仅知铜

臭之资本家，与非资本家之留学生，有何分别耶？”[4]甚至有人直接称呼“厚生纱厂的主人——资本家穆

藕初”[5]。

面对这些讨论，陈独秀认同穆藕初“是一个很有学问见识的人，和一般专门牟利的商人不同”的说

法，指出穆藕初“虽然站在资本家地位，实质上恐怕还不算是资本家”。陈独秀表示自己“并不把穆先

生当做一个资本家来攻击他的厚生厂”，“乃是把穆先生当做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认为穆藕初的

才能和在社会事业上的功劳是值得尊敬的[6]。

马敏曾对近代中国商人的心里结构做过分析，认为近代中国商人具有一种典型的“二重心里结

构”，他们“一只脚已跨进了自由竞争的大门，另一只脚却还陷在中世纪的泥淖中难以自拔”，习洋为师

与西方侵略使他们内心总是充满矛盾[7]。穆藕初对待“资本家”这个概念的态度也正好说明了这一

点。他与张謇、经元善等人主张“实业救时”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发展实业以救国家，其实质则是与近

代中国的民族救亡直接相关，他们强调“以利结合”而更重民族大义。因此他们必须着重强调自己与

侵略中国的外国资本家的不同，也与唯利是图的商人资本家不同。即使他们是“资本家”，但更青睐

“实业家”的称呼。因为“资本家”是一个时褒时贬的词，比较而言“实业家”则是一个良性而受褒奖的

词。陈独秀对穆藕初的定义也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而做出的判断。

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名为《外力、军阀与革命》的文章，对当时中国国

内的各派势力进行分析并归为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认为：“革命的民主派

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

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

[1]“长沙《大公报》兼公君论‘厚生纱厂招工问题论辩的结果’”，选自陈独秀：《上海话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载

《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期。

[2]“上海《时事新报》侯可九君‘告穆藕初先生’”，选自陈独秀：《上海话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载《新青年》1920年

第7卷第6期。

[3]穆藕初：“答复讨论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问题诸君书”，选自陈独秀：《上海话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载《新青

年》1920年第7卷第6期。

[4]“柏荣诸君覆厚生纱厂穆藕初君书——招募湖南女工问题”，选自陈独秀：《上海话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载

《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期。

[5]“长沙《大公报》真心君‘读穆藕初君答复讨论招募湖南女工问题诸君书’”，选自陈独秀：《上海话厚生纱厂湖南女

工问题》，载《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期。

[6]陈独秀：《上海话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载《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期。

[7]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人观念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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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派。”[1]为了团结像穆藕初这样的商人群体，毛泽东避开了“资本家”这一指涉不明的概念，把他们的

身份定义成“具有反军阀的民主派特性”的“新兴的商人”。

“国民革命”之后，“资本家”一词获得了完整的概念表述和明确的身份指涉。李季在1929年总结

马克思主义中“资本”和“资本家”的概念时，已经十分自然而准确地把“capital”、“kapital”和“资本”，

“capitalist”、“kapitalist”和“资本家”这些概念对应起来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

产关系，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的社会的生产关系”的论述。“只有剥削和宰割劳

动者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才是资本”，“只有凭藉此等工具和资料不劳而获的人，才是资本家”[2]。

在文学界，“资本家”基本上也是一个“他者”的身份，这在19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论战中

有所体现。论战中鲁迅把“资本家”定义成是一个反动的概念，用以攻击梁实秋：“凡走狗，虽或为一个

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

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

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

‘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3]论战最后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资本家”的他者身份在中国左翼文学创作领域中也有不同体现，如1931年茅盾在写实小说《子

夜》中塑造的吴荪甫这个形象，他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心想要振兴民族工业的“资本

家”；另一方面又是“食利资本家”，他镇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与“无产阶级”天然对立。茅盾以“革命

文艺”的手法创作的“资本家”形象，反映的即是当时中国社会中对“资本家”体认的一个侧面。

结 语

以上通过对“资本家”概念的诞生过程及其社会实践的考察可看出，现代汉语中的“资本家”是一

个日语反借词，在1920年代以前，中日语境中“资本家”概念使用基本相同，开始都用于指称“资本或

金钱的拥有者”，是一个相对中性客观的概念，之后“资本家”都转变成一个用于批判社会贫富分化和

不平等的贬义概念。但在1920年代以后，中国语境中的“资本家”概念阶级化趋向日益明显，随后转

换成近代中国“政治话语”中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概念，且被纳入近代中国的革命和政治斗争中加以

叙述。此外，中国语境中的“资本家”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他者身份”，指涉更加广泛。

此外，本文虽然考察了“资本家”这一个概念，但它却不是孤立的，它与“有产者”、“有产阶级”、

“小有产阶级”、“资本主”、“资本阶级”、“资产者”、“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近义的概念和“劳动者”、“劳动阶级”、“劳工阶级”、

“工人”、“工人阶级”、“无产者”、“无产阶级”等反义的概念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概念群。若想更深刻地

了解“资本家”这个概念，还须关照与之相关的整体概念群。

〔责任编辑：肖 波〕

[1]毛泽东：《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2]李季：《资本Capital，Kapital与资本家Capitalist，Kapitalist》，载《经济科学》1929年第2期。

[3]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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